
因小得大：情境论于道德哲学的困难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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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的道德哲学家一直在考究实验社会心理学对于伦理学的

影响，关注的焦点是针对情境论的要点———我们时常低估了细微的情境因素对

道德上重要行为的影响程度。关于性格、人的特质，以及行为主体性方面的一

般惯常见解和哲学理论，都一直视情境论为一种威胁。本文概述了情境论的文

献，并评论其中一个要点：劝谕人们小心选择置身的情境。即使此策略在应用

上有其局限性，它却明白地指出了人境二分法的弱点。而情境论更深的道理在

于，它强调所有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与他人的行动如何不可分割地

联系着；我们微不足道的行为又如何可以在道德生活中取得重大益处。因此，

情境论应当被视为可驱使道德进步的契机，而非个人自主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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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医药公司滥赠大量礼物予医护卫生

人员。这些礼物包括免费旅游、器材、住宿等。由于赠品的数量与次数

引起了人们关注专业医护人员操守受损的问题，于是在１９９１年引入了

一项自愿性的指引，规定赠品限额必须为１００美元或以下。本以为小礼

物如原子笔、笔记本、日历、医药样本等不会造成问题，但这种想法却是

错误的。已有不少实验证明，就算礼轻如此也可对医生的行医手法造成

重大的改变，例如医生会加重处方、作无规律的处方方式、倾向采用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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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实证的新药物，及增加整体的药品开支等①。即使有实证证明到这

些影响的存在，医生们却往往否认小恩小惠可改变他们行医手法这个结

论。但就算没有社会学家的发现，相信很多非此专业的人也会认同这些

影响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如此明智的、受过高度训练和理性的人，又怎

可能会因人家略施小惠而动摇？不过如此合情合理的想法已可能被严

重地误导了。那些琐碎的小玩意的确让医药公司获得重大的利益。

本文的论点是，类同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于人际道德的领域里，而

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同样可受到情境细节所塑造，情境因素的作用也可以

相当之大。其实，人们对直接情境刺激的敏感性的问题，逃不过近代道

德哲学家的注意。他们已透过情境社会心理学或情境论的观点———我

们时常低估了细微的情境因素对道德上重要行为的影响程度———来探

讨有关问题②。有关性格、人的特质及行为主体性方面的一般主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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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理论，都一直视情境论为威胁。许多哲学家因此而提倡一种对

策，笔者称之为“搜避策略”（ｓｅｅｋ／ａｖｏｉ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劝谕人们要小心地

选择置身的情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由于情境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应

该找出能够鼓励道德行为的情境因素，且要避开那些会使道德行为妥协

的环境③。这策略固然有其相当值得推荐之处，但它的应用只局限于可

被直接推测得到的情境因素。可惜的是，我们遇到的众多情境所引发的

行为，并非是纯粹的劣行或德行。更重要的是，这对策凸显了人境二分

法的弱点，指出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对外界情境作出反应，还会透过自己

去引入种种变因来塑造情境。

笔者会以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来表明情境论更深层的道理。这道理

强调所有社会行为的关联性，我们如何与他人的行动不可分割地联系

着，还有微细的言行举止如面部表情、姿势、语气和其他细微的态度等，

如何让我们在道德生活中取得重大的益处。小心留意言行细节，可使人

在一定程度上能自我调整。尽管情境论遭受到不断的挑战，但这仍是许

多哲学家所寻求的对策。总之，情境论虽常常被描述为是引起道德关注

的根源，但它却同时被视为能够驱使道德进步的重要资源。

一、情境论与道德哲学

在心理学界，关于性格特质的讨论虽不曾间断，但已逐渐冷却。这

情况已出现了一段日子。即使相关的研究仍然持续，研究的规模却已经

缩减，学院的资助也并不如前。这趋势早于 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已经开始。

当时不少重要的实验，透过惊人的方式，似乎证明到人们如何深深地受

到即时的情境所影响。ＳｔａｎｌｅｙＭｉｌｇｒａｍ在其声名狼藉的服从性研究中，

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在实验员温和的鼓动下，竟愿意向在痛楚中

哀叫的求饶者，施与危险强度的电击④。另外，ＰｈｉｌｉｐＺｉｍｂａｒｄｏ在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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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见：Ｄｏｒｉｓ，Ｌａｃｋ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Ｈａｒｍａｎ，“Ｎ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ｅｒｒｉｔｔ，

“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ＳａｍｕｅｌｓａｎｄＷ．Ｃａｓｅｂｅｅｒ，“Ａ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Ｗｈ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４．１（２００５）：７３８７。

Ｓ．Ｍｉｌｇｒａ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６７．４（１９６３）：３７１３７８．



监狱实验中，发现狱卒对待囚犯的手法（狱卒和囚犯全由自愿参与者模

拟）于瞬间变成极端的虐待行为，以致原本为期两周的实验被迫提前终

止，整个实验仅仅进行了数天便告吹了⑤。这些实验都涉及在高度控制

的实验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持久互动。也有其他实验，显示行为如何

于日常生活及平常遭遇中，同样地受到看似琐碎的因素所影响。Ｉｓｅｎ与

Ｌｅｖｉｎ在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实验中发现，在公众电话的退钱格中找到

零钱的参与者，帮助丢散了纸张的路人收拾纸张的可能性，是没有找到

零钱的参与者的１４倍⑥。另一著名实验是关于 Ｄａｒｌｅｙ与 Ｂａｔｓｏｎ的研

究。他们在实验中发现，当神学院的学生在前往上课途中遇到旁人需要

协助时，他们是否愿意帮助旁人，与他们当时是否赶时间存在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即使很多学生当时正前往关于“好撒马利亚人”行善寓言的

课程！）⑦。

找到零钱或处于有点时间紧迫的情境因素，能够透过如此明显的方

式来影响行为，似乎是难以置信的。我们一般认为人们行善或行恶，是

由于他们本身是什么人、抱有如何的价值观，或具有什么品格而造成的。

此种性格特质效力的想法，却于１９７０和１９８０年代间，被强而有力的实验

数据反映出它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出现一剧变，就是：人们都转向认

同情境论的说法⑧。情境论指出，道德上重要的行为是受到情境因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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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Ｐ．Ｇ．Ｚｉｍｂａｒｄｏ，Ｃ．Ｈａｎｅｙ，Ｗ．Ｃ．Ｂａｎｋｓ，ａｎｄＤ．Ｊａｆｆｅ，“ＴｈｅＭｉｎｄＩｓａＦｏｒｍｉｄａｂｌｅ

Ｊａｉｌｅｒ：ＡＰｉｒａｎｄｅｌｌｉａｎＰ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９７３，Ａｐｒｉｌ８）：３８６０．

Ａ．Ｍ．ＩｓｅｎａｎｄＰ．Ｆ．Ｌｅｖ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ｅｌｉｎｇＧｏｏｄｏｎＨｅｌｐｉｎｇ：Ｃｏｏｋｉｅｓａｎｄ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１．３（１９７２）：３８４３８８．

Ｊ．Ｍ．ＤａｒｌｅｙａｎｄＣ．Ｄ．Ｂａｔｓｏｎ，“Ｆｒｏｍ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ｔｏＪｅｒｉｃｈｏ：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Ｈｅｌｐ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７

（１９７３）：１００１０８．

刊于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一篇２００１年的调查研究里，杰出的人格心理学家

ＤａｖｉｄＦｕｎｄｅｒ注意到对情境论的批评的持久影响：“总有一天完整的历史会记载到，于１９７０与

１９８０年代，人和情境之间的争论对人格心理学的基础所造成的永久性破坏。即使研究人格本

质的热忱已经复苏，制度性的影响却仍然不继呈现。确实，造成此形势的原因之一是……由于

相当多负责人格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并非隶属此专门的正式计划，这又或因为可让他们参与

的正式计划实在太少了。人格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也被缩减得面目全非或甚至被删除，这状况

直至１９７０至 １９８０年代间也未有起色。”见：Ｄ．Ｃ．Ｆｕｎｄ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５２．１（２００１）：２１３。



影响的，它们的影响程度较我们一般以为的大得多。试想想前文所讨论

的医生们，尽管他们承诺不偏私地行医，但实际行为却受到医药公司施

予的小惠所影响⑨。

当有关性格特质的讨论在心理学界中逐渐失势之时，它却于哲学界

成为德性伦理学（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复兴之一环而赢得动力。很多哲学家认

为，于２０世纪后半期推动这次复兴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心理上不能相信

行为主体可以利用一般目的性的道德规范，例如康德提出的定言令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或米尔（Ｍｉｌｌ）主张的效益原则等，作为充分的行

为指导。德性论主要的优势是，它似乎与一般道德行为的观念相呼应，

而这些观念是从性格特质伸延开来的，透过善的特质（例如仁慈）或恶的

特质（例如自负）来阐释。与其利用反思规条或原则的方法，来引导人去

解决道德难题，德性伦理学家宁可强调性格对于构建个人行为，及其在

某些特定情况下发挥指导行为作用的重要性，教人最终获得美好的人

生瑏瑠。这些有关性格效力的看法尽管是有力的观点，却已被实验心理学

界批评为“根本性错误”。

ＯｗｅｎＦｌａｎａｇａｎ在其富开创性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１９９１）论述哲学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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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例如：医生会向与他们惯常接触的医药公司，加倍频密地要求在其医院的处方内添加

该公司的新药品（Ｍ．Ｍ．ＣｈｒｅｎａｎｄＣ．Ｓ．Ｌａｎｄｅｆｅｌｄ，“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Ｄｒｕｇ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Ｗｈｏ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ｒｕ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ｒｙ，”ＪＡＭ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７１．９［１９９４］：６８４）。

他们还倾向给病人处方较新且较贵的药物（Ｔ．Ｓ．Ｃａｕｄｉｌｌ，Ｍ．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Ｃ．Ｒｉｃｈ，ａｎｄＷ．

Ｐ．ＭｃＫｉｎｎｅｙ，“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ａ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５．４［１９９６］：２０１２０６）。Ｗａｚａｎａ总结了２９项相关课题的研究，得出

的结论是，纵使医生们也大致认为与医药公司的频繁接触会对医生的自主性构成威胁，他们却

往往否认本身遭受到这种威胁（Ｗ．Ｐ．ＭｃＫｉｎｎｅｙ，Ｄ．Ｌ．Ｓｃｈｉｅｄｅｒｍａｙｅｒ，Ｎ．Ｌｕｒｉｅ，Ｄ．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Ｊ．Ｌ．Ｇｏｏｄｍａｎ，ａｎｄＥ．Ｃ．Ｒｉｃｈ，“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ａｃｕｌ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ａ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６４．１３［１９９０］：１６９３１６９７；Ａ．Ｗａｚａ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ａＧｉｆｔＥｖｅｒＪｕｓｔａＧｉｆ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８３．３［２０００］：

３７３３８０）。

富开创性的论文集可见于Ｒ．ＣｒｉｓｐａｎｄＭ．Ａ．Ｓｌｏｔｅ，ｅｄｓ．，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间的分歧：

不少当代德性论中出现的浮夸之词，皆是断然的，甚或是

过分自信的，且未合资格的个性特质之类的描述。人是勇敢

的，或公平的，或随和的。拥有这些德性的她，向适合的人，在

适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来展示多少有点正确的回应。当

脱俗的、不切实际的、过分讨人欢喜的性格描述成为舞台焦点

的时候，真实的人类心理学所反映的变幻无常，便会轻易地消

失得无影无踪。瑏瑡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认为性格特质的论说要有适当分量的真实性，它未必如一
些美德理论所坚持认为的那么健全或可靠。虽然较为近期有许多其他

哲学家已就有关问题作仔细考虑，但有时候得出的结论却十分受到质

疑。有些哲学家为亚里士多德派的德性论作辩护瑏瑢，其余很多的都已察

觉到德性论在概念和实际上都有修改的需要。例如ＧｉｌｂｅｒｔＨａｒｍａｎ在其
众多标题具挑衅性的文章中提出，我们一般认为人是具有种种性格特质

的想法，并没有充分理据的支持瑏瑣。尽管 ＪｏｈｎＤｏｒｉｓ与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ｔｉｃｈ避
开那些绝对的说法，又承认未有经验证据能够无疑地确认那么断然的结

论，他们却仍坚信，由于我们的行为因应情境而变动的特性非常强，所以

德性论有可能被根本地误导了。对差不多全部人来说，健全的美德特质

也许并非如此唾手可得。因此，旨在灌输美德的课程极有可能是徒然

的瑏瑤。而再近期些，对于某些自由意志的概念及更根本的人之为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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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２８１．

参见例如：Ａｎｎａｓ，“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ｏｕｌｉｓ，“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Ｈａｒｍａｎ”；Ｋａｍｔｅｋａｒ，“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Ｏｕ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Ｊ．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７６．２（２００１）：２３９２５０；Ｓｒｅｅｎｉｖａｓａｎ，

“ＥｒｒｏｒｓａｂｏｕｔＥｒｒｏｒｓ．”

Ｈａｒｍａｎ，“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ｅｅ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ｒａｉｔｓ，”“Ｎ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Ｊ．ＤｏｒｉｓａｎｄＳ．Ｓｔｉｃｈ，“Ａｓ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Ｆａｃ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Ｆ．

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ｎｄＭ．Ｓｍｉｔｈ（ｅｄｓ．），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１２０．



义来看，情境论被视为有问题存在的瑏瑥。

刚刚讨论的各个范畴的关注焦点，皆在于评价不同的重要哲学理论

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是否充分。但情境论的文献所关注的，是超越它本身

对哲学的影响的。试想想，个人行为竟可受情境因素决定性地塑造，而

能否达成个人的目标或实践其价值观的可能性，竟可关键于有否找到零

钱、是否赶时间，或实验员温和的劝促等各项可变因素。这些情况实在

是令人忧心的。

二、小心情境作用！

若我们的行为受控于情境作用，我们该怎样应付？很多哲学家，就

算各有不同的想法，都赞同我所谓的“搜避策略”。他们皆明白情境作用

是无处不在且沉重有力的。可是他们也认为，当人不是处于陌生的或不

寻常的境况时，她仍有可能去选择自己想要遇上的一般境况，从而因应

它来建构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应该找出能够加强或鼓励德行的情境，

也应避开那些倾向引发恶行或缺德的境况瑏瑦。当选择情境时，我们也同

时选择了接受自己因那情境所引发的行为意向。

比方说，ＭａｒｉａＭｅｒｒｉｔｔ建议我们为道德行为识别出情境论文献所证

明的“持久的社交性有利条件”（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情境因

素。她还主张我们把这些情境因素融会于道德理论的建构中瑏瑧。总括来

说，她的论点如下：从情境论文献可见，性格特质因被固定化而忽略了德

性论最大的价值———强调我们要活出美好的人生。若然活出美好人生

是可能的话，德性伦理学仍然是可行的道德理想。对Ｍｅｒｒｉｔｔ来说，“积极

的自主性格”（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完全不受外

在境况影响的抉择与判断能力，是非必要的。反而，人们应该选择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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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瑏瑧

Ｊ．Ｄｏｒｉｓ，“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ａｂｏｕｔ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１９．１（２００９）：５７９１．

有些人或会怀疑这种第二层控制能否用于人的选择活动上。这一点质疑虽有点道理，但

也不可先验地排除搜避策略的可行性。参见 Ｍｅｒｒｉｔｔ，“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页３７２。更重要的是，反正我们大多颇善于拣择情境，即是说大多数人会自然地因应

自己的价值观和看法来选择情境。参见Ｌ．ＲｏｓｓａｎｄＲ．Ｅ．Ｎｉｓｂｅｔｔ，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第６章。

参见：Ｍｅｒｒｉｔｔ，“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培养美德的环境条件，而相反的就要避开。就算我们的美德在这些环境

下是透过社交活动来持续的，而非内在引发的，但这又如何？如果积极

的自主性是稀有的，甚至实际上是不可得的，那我们就起码会问———人

们是否该去追求它呢？

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ｍｕｅｌｓ与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ａｓｅｂｅｅｒ也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他们认

为情境论凸显了适当的训练环境在道德教育上的重要性。美德的培育

是需要时间的，追求美德理想的人，应具备必要条件去避开负面的境况，

并要运用智慧让自己置身于能够发挥美德的环境中。在挑选过的环境

里实践美德，长远来说人们可望发展较为健全的美德特质。换言之，

Ｓａｍｕｅｌｓ与Ｃａｓｅｂｅｅｒ认为，若然我们可以选择想要遭遇的情境，我们便要

为自己于这些情境中表露的性格而负责瑏瑨。

以上谈及的哲学家一直在关心怎样可以融合情境论的慧见，来为某

种形式的德性伦理学作辩护。可是，他们提倡的对策遭受到德性论评论

者批评。譬如说，ＪｏｈｎＤｏｒｉｓ充分利用他对性格论的怀疑观点，提出了合

理的建议：勿高估你的美德，你会让自己失望的。试想想，一位向你调情

了好一段日子的同事，在你配偶不在时，要“为你做伴”而邀请你共享晚

膳，你会应约吗？若你认真地考虑到情境论的话，那当然不会。反而，

“你会像逃避瘟疫般避开这次约会。因为你知道，你的价值观不能使你

有信心地预测得到自己于困境中作出的行为反应”瑏瑩。较佳的处理方法

是完全避开那种处境，而非正当陷入酒酣耳热、意乱情迷之时，才依凭自

己的性格来对抗诱惑。德性论怀疑者的中坚分子ＧｉｌｂｅｒｔＨａｒｍａｎ也赞同

这该是恰当的做法：

假如你不想陷于饮酒、抽烟、吃高热量食物的诱惑，最好的

方法并非去建立意志力或自控力，而是实行情境论的口号“人！

地！物！”：勿往喝酒之地！勿携香烟或火机，并避开抽烟的人！

勿停留在厨房！瑐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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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瑏瑩

瑐瑠

见ＳａｍｕｅｌｓａｎｄＣａｓｅｂｅｅｒ，“Ａ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Ｄｏｒｉｓ，Ｌａｃｋ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ｐ．１４７．

Ｈａｒｍａｎ，“Ｎ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９．当然，有人或会质疑，避开酒馆和厨房，

放弃香烟和远离吸烟者等行动，怎不关乎“意志力”和“自控力”（如Ｈａｒｍａｎ所暗示的）。



避开引发不良行为的情境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再结合良好的品

德，的确能教人品格从善。这方法虽十分奏效，却有其限制。其一，为避

免碰上某种处境，我们需要警觉那处境所能引发的特定行为模式。有少

数情境引发行为的方式可以是相对地直接的（例如前文 Ｈｅｒｍａｎ引用的
例子）。然而，许多情境引发的行为并不是纯粹的德行或劣行。其二，就

算我们已知某些关系或情况会引起不想见到的行为，我们实际上也无法

避免，譬如我或许对姻亲感到厌烦，但由于家庭政治，还有对爱人之情，

我也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全避开他们（不管这样做能否让我得到任何益

处）。最后要指出的是，盲目地让自己置身于妥协了的境况，从来都不是

一个好主意，因为人们对道德的承担，是需要让自己去经验未如理想的

处境和接触不一定善良的人的。

但是要注意这里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存在。依照情境论者的说法，

某一微不足道的可变因素很多时候足以改变整个情况，从而严重地影响

当事人的行为。于是，种种的情境都是个别化的，其分别极为细微———

只是一两分钟之差、刚刚找到零钱与否、一两个人是否在场，或者任何类

似的琐碎因素，已足够让一种情境与其他情境区别开来，也足以把人的

行为往这个或那个方向推进。由于各种情境的差别如此微细，人又如何

能够准确地辨别或分清哪种情境该去寻求或避开呢？这困难也似乎是

情境论正正要说明的道理。按照这意思来看，倘若搜避策略是提倡把各

种情境区别开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思考在实际上它如何能够办得到瑐瑡。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上述的问题只是小问题而已，我们只要多加注

意，就有可能更熟练地识别出情境对行为引起的作用。尽管如此，对于

赞同以选择情境来维持美德的人来说，困难仍有不少。但这并非重点所

在，情境论的局限性还有更重要的限制因素。

三、再论人与情境

前文说过，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身处的情境，而这又通常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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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Ｓａｂｉｎｉ与Ｓｉｌｖｅｒ提出一相关但不同的观点：“情境论者建议人们应对能够微妙地影响行

为的情境特征保持敏感。就这方面来说，我们认为是没有用的。理由就如加强恐怖主义威胁的

警告一样，都是徒劳的。那些警告欠缺焦点，告诫人们去怀疑每一样东西。人怎能对每样东西

都怀疑呢？”（Ｓａｂｉｎｉ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Ｌａｃｋ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ｐ．５６１）



中他人的行为。这关系令搜避策略灵活起来。搜避策略强调的是一种

影响：情境对人引起的作用。它凸显情境如何在一定或甚至极大程度上

影响行为。这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可是，换个角度来看却显示到，不但

情境因素可影响行为，我们对情境也同样产生作用。换言之，情境不是

静态的实体，不受我们在场的影响；反之，我们对身处环境产生的作用，

跟环境影响我们的作用是相当的。正如我们认为他人该为我们的行为

负上部分责任一样，自己也该注意到要为他人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要明白这些作用途径的分别，就先让我们重温一段关于搜避策略的

有力描述：

我极力主张要改变道德关注的方向。与其致力去发展本

质上不因应境况来支配行为的性格，我们倒不如投放更多的精

力去关注能够影响行为后果的环境特征。瑐瑢

笔者也强烈要求改变道德关注的方向，但我所强调的并非外在的情

境，而是我们本身于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换言之，“关注能够影

响行为后果的环境特征”可同时包括我们本身的表现特征。我们本身是

人际情境的重要可变因素，与他人的行为紧紧相扣。ＰａｕｌＷａｃｈｔｅｌ简洁

地指出：

假使每个人的行为主要是其身处的人际情境的作用，那

么，当两个或以上的人在互动时，他们自己不单受到其他人的

行为所影响（即我们熟悉的受刺激后作出的反应），各人本身也

同时影响着其他人的行为。甲对乙的刺激特性作出反应，但乙

也会回应甲的行为，所以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甲的行为。

……根据这系统的原则方向，将每个人于某种人际情境下的行

为，单单归咎于其所受的刺激，是对整件事情一种片面的、有误

导性的理解。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些刺激是当事人本身创造

的，是她对自己的行为、自己担当的角色所引发的事件而作出

的回应。事情的发生并非与当事人的身份无关的，也非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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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Ｄｏｒｉｓ，Ｌａｃｋ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ｐ．１４６．



受他控制的。瑐瑣

Ｗａｃｈｔｅｌ的评论只适用于人际情境，尤其是那种人与人互相影响对

方行为的情境（此论点下节详述）。但是要注意的重点是，我们的确对很

多重要的、可能影响本身行为的情境因素无能为力，例如经济状况或当

时的天气情况等。还有关于个人的、不在个人控制范围内的各方面，例

如年龄、种族、性别等。因此，人于人际情境中，能够控制的因素是有限

的。虽然受制于这些局限，且事实上又有很多影响行为的因素是无法控

制的，然而仍有不少情境因素是人所能操控的。假如一个小小的可变因

素足以改变一个情况，且又能改变相关人等的行为（即如情境论者所说

般），那么，那轻微的行为变动也可影响该情境如何继续发展瑐瑤。

这样解释情境论似乎并无不当，甚至可以说是明显不过的道理。可

是，很多关于行为主体性的惯常见解及哲学理论，皆严重地低估了人们

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及其相互延续的关系瑐瑥。我们倾向认为人是自主地因

应目的、欲望和性格而行动的瑐瑦。情境论对此站不住脚的论点作出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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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Ｐ．Ｌ．Ｗａｃｈｔｅｌ，“Ｐｓｙｃｈ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ａｃａｂ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ｒ：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８２．２（１９７３）：３３０．

现有的哲学文献一般都忽略了这些考虑。原因或由于对问题的构想方式：情境往往对

照于人来理解的，且搜避策略把情境描写为分别的实体，让个体“进入”或“躲避”。

有关哲学上的处理手法，参见Ｃ．Ｔａｙｌｏｒ，“Ａｔｏｍｉｓｍ，”ｉｎＳ．ＡｖｉｎｅｒｉａｎｄＡ．ＤｅＳｈａｌｉｔ，

ｅ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当然，西

方传统的若干人物（例如笛卡儿和康德），相比起其他的（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较认同这

观点的可信性。

此论点是实验心理学所提出的。这现象通常指“对应偏误”（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ｉａｓ）或

“基本归因误差”（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参见 Ｄ．Ｔ．ＧｉｌｂｅｒｔａｎｄＰ．Ｓ．Ｍａｌｏｎｅ，“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ｉａ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１７．１（１９８５）：２１３８。西方人似乎较东亚地区人

士容易受到对应偏误的影响，参见：Ｍ．Ｗ．ＭｏｒｒｉｓａｎｄＫ．Ｐｅ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６７．６（１９９４）：９４９９７１；Ｙ．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ａｎｄＳ．Ｋｉｔａｙａｍ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ｉａ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８３．５（２００２）：１２３９１２４８；ａｎｄＩ．ＣｈｏｉａｎｄＲ．Ｅ．

Ｎｉｓｂｅｔ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ｉａｓａｎｄＡｃｔ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Ｂｉａ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４．９（１９９８）：９４９９６０。



指出了无论我们所抱的是什么个人主义的理想，都不可能避免受到外来

的影响。这也正正是情境论要面对的问题。然而情境论之所以可能，却

是基于同样的事实：我们之间并非互不相干的，我们行为的些微改变，能

在他人身上引起真正的作用。这些想法在传统的个人主义中可能被忽

略了，但一般人的观念和哲学的传统思想也一直承认社会行为的关

联性。

举例说，有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西方人与东亚地区人士

在如何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方面存有普遍的差异。Ｎｉｓｂｅｔｔ与同僚检讨

这些证据后认为，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倾向较为分析性，他们将事物分类

为明显的、个别的门类；而东亚地区人士的思考则较倾向整体性，他们关

注事物之间如何互相关联，也把事物处于较广阔的环境状况及形势来理

解。当中尤其重要的是，人们怎样理解个别性、行为主体性及实体性（即

划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界所在）等方面，不同的文化有何差异瑐瑧。

Ｍａｒｋｕｓ与Ｋｉｔａｙａｍａ的观点，跟Ｎｉｓｂｅｔｔ与同僚的是一致的。他俩提出，对

东亚地区人士来说，个别性是较为有关系性和取决于环境状况的，这概

念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西方人则不以此种关联性为理所当

然，他们较重视个人是独立于他人这观念瑐瑨。

类似的差异，可见于对个别性这一哲学概念的理解。让我们依据安

乐哲（ＲｏｇｅｒＡｍｅｓ）的说法来区别“个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的两种意义瑐瑩。一

方面“个体”可指一单独的、不可分的、个别的实体，而基于某种（或某些）

基本特性，这实体为一较大群体或组别之成员。诸如自主的行为主体性、

独立性、个人的私隐、意志及自由等概念，皆往往与个别性这概念有关联

的，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对个别性普遍的理解。这里描述的自主

的行为主体，与社会心理学证明到的情境感应性似乎有所对立。另一方

面，“个体”又可因应环境状况而理解为社会关系网内的要点或焦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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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

瑐瑨

瑐瑩

Ｒ．Ｎｉｓｂｅｔｔ，Ｋ．Ｐｅｎｇ，Ｉ．Ｃｈｏｉ，ａｎｄＡ．Ｎｏｒｅｎｚａｙ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ｖｅｒｓｕ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８．２（２００１）：２９１３１０．

Ｈ．Ｒ．ＭａｒｋｕｓａｎｄＳ．Ｋｉｔａｙａｍ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９８．２（１９９１）：２２４２５３．

Ｒ．Ａｍ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ｅｌｆ，”ｉｎＭ．Ｉ．Ｂｏｃｋｏｖｅｒ，ｅｄ．，Ｒｕｌｅｓ，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ｓｓａｙｓ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ｉｎｇａｒｅｔｔｅ（ＬａＳａｌｌｅ：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ｔ，１９９４），ｐｐ．１０３

１１４．



此关系性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体既是独一无二的，但又同时处于较大的群

体结构内的，且受到此群体很大程度上的支配，此个体亦（同时）随之影

响其群体结构的动态。这看法普遍地为东亚文化（尤其是儒家）所认同。

这一点与基于私隐的、个人的、不可测知的“意志”作为行动根据的看法

有很大分别瑑瑠，前者重视的是个体与其群体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这些差异可助解释为什么情境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一直以来这么重

要，它对于许多浸淫于西方传统的哲学家来说更是反直观的瑑瑡。如果我

们的一般观念及哲学理论都描述我们是自由的、私人的及自主的行为主

体，我们应不会惊讶为何情境论会一直被视为威胁。不过，有其他的传

统，例如儒家传统，一向承认人类行为的关联性。因此儒家学说可以提

供丰富的资源，为建立相关的理论来进一步回应情境论反映的事实。

四、社交信号（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我们的行为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观点在传统儒家思想中

经常提及，特别是《论语》瑑瑢。由于人类是社交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论语》原文中有大量篇幅谈及相对细微的言行表

现，例如人的姿势、容貌、辞气、措辞、装束打扮和整体的态度举止等。儒

家认为，这些言行举止能够影响他人的行为，也可显露人际交往的状况

如何瑑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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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关于本文提及的“人的特质”（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的细节，参见 Ｄ．Ｂ．Ｗ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ｅｌ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３１．４（２００６）：４１９４３２。Ｗｏｎｇ讨论儒家概念

如何一方面可与自主性的某种理解相容，同时又不受制于人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这个不确定的假

定。

特殊例子参见例如Ａｎｎａｓ，“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近期有一重要阐释，融汇了新出土版本的灼见，探讨早期儒家学说如何论及相关主题。

参见Ｍａｒｋ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ｄｙ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４），尤其页１７８—１９２。

早期儒家思想已讨论情境的种种特质，相关的精彩综述参见 Ｅ．Ｈｕｔｔ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７．１（２００６）：３７５８。他整理

大量的佐证，指出有几位经典的思想家曾全情投入于探究情境因素对行为产生的作用（例如音

乐、衣着外表及其他礼仪姿势等），并融合了情境论的慧见于他的道德与政治的理论当中。



昔日，推动人们注意这些行为细节是有迫切的实际理由的。孔子与

他的门生为寻求社会改革，游说当权者制订政策，以利百姓。这是伟大

功绩。可惜时值春秋之际，诸侯割据，你争我夺，仁治并非常取之法。治

理之策旨在增加人口、征募军兵、发展技术，以增加农产、加强国库。尽

管统治者乐于听取有识之士献计，却不包括那些强调利民政策之士，例

如主张改革的儒家。说服那些当权者去采纳与他们利益无关的政策是

冒险之事，故改革者在游说时所释放的信号，对能否引发改变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孔子直接指出人的表情、容貌、颜色和辞气等“信号”的重要性，以此

敦促学生去追求成为君子的道德理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其实《论语·乡党》更把全部篇幅都用于描述孔子对外在行为举止

的细致观察，例如：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曾子临终时解释了如此关注外在信号的理由：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

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瑑瑤

这里可见人们本身可知的特征与他人的行为之间是有直接关联的。

君子倘关注自己的言行举止，就能影响其他人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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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ＮａｎｃｙＳｈｅｒｍａｎ在若干近作中强调这些因素于早期的斯多噶道德（Ｓｔｏｉｃｅｔｈｎｉｃｓ）的重

要性。参见例如：Ｎ．Ｓｈ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ＬｏｏｋａｎｄＦｅｅｌ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Ｃ．Ｇｉｌｌ，ｅｄ．，Ｎｏｒｍｓ，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ｃｈ．３；Ｎ．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ｔｏｉｃ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ｉ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ｃｈ．３。



以当代的角度来看，关注自己的外表和表现这做法也许是无济于事

的。这主张极其量也只算是孔子所属的贵族阶层的遗风，它关乎礼仪，

却非道德。最糟的是，这做法或因利用外表的吸引力而沾上一点劣德之

意，我们（自然地）也会觉得它有违道德。就算撇开这些不谈，它也似乎

完全抓不着重点。着重个人的外表作风，不单好像与道德毫不相干，更

根本地，它似乎不属于恰当的道德指责范围瑑瑥。即使如此，外表作风确实

能发挥作用。要明白《论语》所说之道德，便须深究其讨论性格问题时用

字背后的意思，也须顾及那些关乎作风表现的考虑。只要对他人有影响

作用的话，关注人们如何表现和表达自己，跟针对人们所做的事情一样，

该属于道德关注范围内的课题瑑瑦。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

按《论语》的原文背景，“修”须理解为同时关乎人的性格与其外在的

言行举止，后者被认为是实践美德和发挥改变情境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能够控制环境的因素及以非强迫性的途径来影响他人，这些能力的

确关乎道德力量或道德感染力效源，也常与德性有关。注重个人修养及

关心行为之美的人，都被视为能够深深地感染他人，而其他人在一定程

度上也因他的作风而真正得到改造。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７２１

因小得大：情境论于道德哲学的困难与可能

瑑瑥

瑑瑦

这些见解源自 Ｊ．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Ｂ．Ｗ．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ｅ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４８。

所做的事与如何做事之间的对照，跟ＲｏｂｅｒｔＡｕｄｉ区分“应做的事”（ｄｕ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ｔｔｅｒ）与

“做事应持的态度”（ｄｕ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ｎｎｅｒ）两者相似。参见 Ｒ．Ａｕｄｉ，ＴｈｅＧｏｏｄ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１７８

１８１。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论语·子罕》）

这确是警世之语，但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上引文所蕴涵的核心意义

是：要影响情境如何往下发展，首要是留心注意由人所引起的提示信号。

其实已有测试为量度这些提示的微细变动对于他人行为引起的作

用。例如Ｈｏｗ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与同僚为量度个人整体的仪表容貌或魅力而

建立的“情感沟通测试”（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瑑瑧。这测试要求

参与者对测试提出的说法表示自己的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分为９个级

别，以下是一些说法题项的例子：

“当我听到好的跳舞音乐时，我就不能不动。”

“讲电话时，我能够很容易地表达情绪。”

“与朋友谈话时，我时常碰触他们。”

“与陌生人一起时，我会害羞。”

“玩手势猜谜时，我极其差劲。”

“我喜欢某人时，我会以拥抱或碰触对方来表示。”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与Ｒｉｇｇｉｏ也采用过这测试来衡量参与者的整体仪容表现，

且给予参与者的回答评分。获得高分的参与者其后被安排到一房间，与

两位获低分的参与者一起。表面上他们在等待“真正的”实验开始，但其

实那短短的等候阶段就是实验本身。这三位参与者被要求于等候期间

不可跟对方说话。即使没有言语沟通，在这短暂的等候期间前后记录下

来的参与者的情绪量度自我报告显示，那两位获低分者（即不擅表达的

参与者）受到单独的高分者（即善于表达的参与者）在场的影响而感染到

她的情绪（此影响作用并无通过另一方向而产生）瑑瑨。

这种情绪转移并非靠任何言语沟通造成。这就好像那位善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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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Ｈ．Ｓ．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Ｌ．Ｍ．Ｐｒｉｎｃｅ，Ｒ．Ｅ．Ｒｉｇｇｉｏ，ａｎｄＭ．Ｒ．Ｄｉｍａｔｔｅ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９．２（１９８０）：３３３３５１．

Ｈ．Ｓ．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Ｒｉｇｇｉ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６．２（１９８１）：９６１０４．



的参与者只需出现便可直接影响她周围的环境（犹如“德”）瑑瑩。然而，言

语提示的轻微变动也能明显地塑造行为。打个比方，与别人谈判时，我

们如何称谓潜在冲突之处，可以影响对方会否最终表现合作。在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与同僚的一个研究里，参与者首先按同伴（居住同一宿舍的住

客）的合作性打分，然后他们被要求玩囚犯的两难模式的游戏。玩者之

间需要互相合作来取得最大利益。研究发现，依凭人的声誉来推测一个

人的合作性，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影响玩者相当大的反而是游戏的名

称。他们发现，在名为“社区比赛”的游戏中，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会互

相合作；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在名为“华尔街比赛”的游戏里表现合

作瑒瑠。换言之，游戏的名称对玩者的行为起着极大的作用。假如单凭参

与者的性格或声誉的描述来推测，极少人会预料到这结果。

人们举手投足的细节，比起言语内容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深远。举个

例说，要影响别人怎样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说话的语气有时胜过其

内容瑒瑡。即使说话的内容是客气的，些微的负面语气已经可大大地改变

别人去判断那番说话是否带有善意。就算游戏理论的情境涉及真实的

钱财利益，微笑也可正面地影响你在陌生人中的受信任程度，继而加强

大家的合作性瑒瑢。其他微细的提示信号，例如打眼色和握手，可使人在运

用较冒险的策略时互相信任，协调力量以取得最大利益瑒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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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这一点与许多有关情绪感染的文献是一致的。Ｈａｔｆｉｅｌｄ，Ｃａｃｉｏｐｐｏ与Ｒａｐｓｏｎ概述了情绪

感染过程的三个阶段：（１）在人际环境中，人们会自动地和不断地配合着其他人的面部表情、特殊

习惯、语气姿势等等来模仿他们；（２）通过回馈机制，这些模仿行为对当事人等引发出相关的情绪

状态；接着（３）情绪被传达开来，继而被其他人注意到。参见Ｅ．Ｈａｔｆｉｅｌｄ，Ｊ．Ｔ．Ｃａｃｉｏｐｐｏ，ａｎｄＲ．

Ｌ．Ｒａｐｓｏｎ，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Ｖ．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Ｓ．Ｍ．Ｓａｍｕｅｌｓ，ａｎｄＬ．Ｒｏｓｓ，“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ｍ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

ｏｆ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ｓｕ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ｅｌｓ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ＧａｍｅＭｏｖ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３０．９（２００４）：１１７５１１８５．

Ｍ．Ａｒｇｙｌｅ，Ｆ．Ａｌｋｅｍａ，ａｎｄＲ．Ｇｉｌｍｏｕ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ａｎｄＨｏｓｔｉ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ｂｙＶｅｒｂ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３（１９７１）：

３８５４０２．

Ｊ．Ｐ．Ｗ．Ｓ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ｎ，Ｃ．Ｅ．Ｅｃｋｅｌ，Ａ．Ｋａｃｅｌｎｉｋ，ａｎｄＲ．Ｗｉｌｓ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ａ

Ｓｍｉｌｅ：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ａ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２（２００１）：６１７６４０．

Ｐ．Ｍａｎｚｉｎｉ，Ａ．Ｓａｄｒｉｅｈ，ａｎｄＮ．Ｊ．Ｖｒｉｅｎｄ，“ＯｎＳｍｉｌｅｓ，Ｗｉｎｋｓａｎｄ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ｓａ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９．５３７（２００９）：８２６８５４．



总而言之，我们的用词、情绪表达、特殊习惯、谈吐语气、姿势等各因

素，都能引发他人作出种种的行为模式。同时，我们亦会对应他人的行

为模式，透过某种持续影响和调节的过程来回应。谨慎地处理这些言行

细节及其于别人身上产生的作用，能让一切所遭境遇较有可能顺利地达

到满意的结果。我认为孔子对行为举止细节的专注谈论，表示他注意到

人的仪表风度如何影响他人。主动地引用这些信号来培养开放的合作

环境，可以提高正面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就算不可能时常推测得到别人

在某情境下会怎样应对（例如“Ｐ将会做ｘ”之类），我们也可依助某种有

条件性的推测（例如“如果我做 ｙ的话，Ｐ将会做 ｘ”）瑒瑤。无论经过一段

长或短的时间，人们作出的某些行动和运用的某些可变因素，都会或多

或少让别人推测得到。当然，其他情境的可变因素也仍可能产生作用，

而这里所说的并非要断言只要小心谨慎言行举止，就可减退其他的情境

作用。然而，如果人们选择去留心注意自己释放的信号，其他的情境作

用就可能会因此而被减轻或取替。

五、反驳理由：我把人低估了吗？

有些人或者觉得我所说的太过戏剧化了。谨慎自己的言行固然可

助人团结，行为的微妙之处也的确可能影响身边的环境。但毕竟人类是

理性的动物，他们可以宽恕别人因不慎言或表达不宜而引起的琐碎烦

恼。有些人或认为上述提倡的做法夸大了那些微小的作用。当麻烦被

酝酿出来时，人们总能用合理方法来处理。再者，人人都重视自我的表

达，及随己意来表现自己的那种自由，也期望别人尊重他们的选择与爱

好。从此来看，要求人们谨慎言行或注意自己对他人的影响似乎是累赘

的责任，且反映出它对成为有道德的人的意义理解得不甚成熟。

关于以理性来调节人际行为的讨论，我未能在这里详述。但我希望

说明，上述的反驳理由即使不是毫无价值，也只反映出它跟许多医生否

认受到医药公司给予的小礼的影响而改变他们行医方式的回应，皆属同

一类的理由。针对这点，我会集中讨论第一印象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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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Ａ．Ｍ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Ｆｏｌｋ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ｓＥｔｈ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



当我们见到别人，脑海中会留下印象，而这些印象是不轻易改变的。

这种倾向促使不少社交习惯形成。例如初次约会前我们会梳洗一下，或

者演讲前会进行排练等。虽然单凭任何一次情况的行为表现来判断或

评价一个人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次的行为表现并没有代表性。不

过，第一印象的确很容易形成，又难以克服。此外，它引起的负面作用与

正面作用明显地不对称瑒瑥。相比之下，负面的作用较易形成，也很快会被

想起，我们都倾向这样地做。我们还对负面的印象较为肯定瑒瑦，也会较快

地以它作为结论瑒瑧，又需要较少的资料去说服自己相信它。当负面性格

一被评价出来，我们大多会把它密封，让它无法被修正或干预。重要的

是当负面行为被归因于性格时，我们便会满足于这种解释而不再寻求其

他理性的理由，尤其是情境的因素，来为负面行为解释瑒瑨。每当我们碰上

不熟悉的人，性格的评价就成为首要的考虑。如果初次的会面是不愉快

的话，我们是会把它记下来的。

让人讨厌的是，即使我们时常对影响他人行为的情境因素视而不

见，我们也竟会想尽办法把它们找出来为自己的过失解释。由于情境因

素的作用较为易见瑒瑩，所以当我们的行动受到批评时，我们便会怨恨别人

为何不考虑到这些情境的因由。不过当角色对换时，我们又会同样地忽

视情境的作用。这种自利偏见（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ｎｇｂｉａｓ）使我们对那些未能恰当

地考虑环境状况来判断我们的人感到极为不满瑓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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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Ｓ．Ｔ．Ｆｉｓｋ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８（１９８０）：８８９９０６．

Ｄ．Ｅ．Ｃａｒｌｓ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６．４（１９８０）：３０３３２８．

Ｊ．Ｈ．Ｌ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Ｍ．Ｏｓｔｒｏｍ，“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Ｍｅｍｏｒｙｂａｓｅｄ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７．２（１９７９）：１８０１９４．

Ｏ．Ｙｂａｒｒａ，“ＷｈｅｎＦｉｒｓｔ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ＤｏｎｔＬａｓｔ：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９．５（２００１）：４９１５２０．

笔者说这些解释理由较为易见，意思并非说我们能够找到别人找不到的理由。有关自

我省察的研究结果并不十分支持本文讨论的美德。相关的概论，参见ＴｉｍｏｔｈｙＷｉｌｓｏｎ十分切题

的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ｔｏ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ｅｌｋｎａｐ，２００２）。笔

者的意思其实是我们较为主动和倾向去找出这些理由而已。

Ｇ．Ｗ．Ｂｒａｄｌｅｙ，“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ｎｇＢｉ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Ｆｉｃ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６．１（１９７８）：５６７１．



有些人或又会觉得这全是过分斟酌的讨论。就算我们承认有这种

倾向，但任何印象是恰当的或不正确的也仍有讨论的空间。更会有些人

或相信自己极能够记下别人正确的印象，并往往可以找到其后能确认印

象的佐证：那些本来既冷淡又疏远的同事，最终也的确是那么冷淡又疏

远；而那些热情的也总不会被看错的。因此，就算第一印象只基于很小

的样本数而形成，我们也无须去克服它。笔者想利用余下的篇幅来表明

此想法可会是虚假的。因为有很强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人们往往（不经

不觉地）制造证据来证实自己原有的判断。

起码有两种心理现象或可解释这种倾向。第一种心理现象普遍称

之为确认偏见（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是一种以确认心中假设的心态，来寻

求或理解证据的倾向瑓瑡。不良的第一印象使人较容易察觉到其后的不良

行为；相比之下，好的行为就受到忽略或大打折扣了。这种偏见会使我

们（不正确地）相信，已有的证据已充分地确认了我们原有的印象，但其

实我们只是较为倾向着重那些证据而已。第二种心理现象常被称为行

为确认（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或自证预言（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ｐｈｅｃｉｅｓ）。

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反映着我们对他们的看法，这就是自证预言的表

现。当我们自以为对某人的看法是正确的，且以此心态来对待她，这做

法可引致她表现得一如我们已有的想法瑓瑢。比方说，我们或因认为某人

粗鲁而对她无礼。她察觉到遭受无礼对待而感到生气，向我们报以同样

方式的回应。于是乎她的不礼貌回应确证了我们心里原有的假设。然

而这原来的假设可能是基于成见或因以前某一次的交往而形成的。更

糟的是，我们还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这相互作用过程中担当一主要角色。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与Ｔｒｏｌｉｅｒ借着讨论固定印象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所引起的作

用，将这道理凸显出来：“由于理解者能察觉到对象行为的确证特性，却

不晓得自己也是造成该行为的一分子，于是要说服理解者知道自己的成

２３１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九辑）

瑓瑡

瑓瑢

Ｒ．Ｓ．Ｎｉｃｋｅｒｓｏ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Ａ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ＭａｎｙＧｕｉｓ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２（１９９８）：１７５２２０．

相关的概论，参见：Ｍ．ＣｈｅｎａｎｄＪ．Ａ．Ｂａｒｇｈ，“Ｎｏ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３（１９９７）：５４１５６０。



见的想法是错误的，似乎尤其困难。”瑓瑣

换句话说，透过理性的反思来尝试改善不良的第一印象往往失败，原

因是：（１）我们倾向以确认心中的假设的心态来寻找和理解证据，使自己相

信有关假设是真实的；（２）我们是制造确证的一分子。简而言之，尽管原有

的印象最终真的如我们所想般表现出来，这印象仍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种种理由也无法否认，我们是可以凭理性反思把负面印象的作用减

低的，尤其当我们被提示或要求如此地去做。不过，任何类似做法的努

力，都要与刚才指出的心理倾向相抗衡。当我们已作出某人品德不好这

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大多会撇开情境因素的解释，还往往会片面地注意

或甚至制造支持自己结论的佐证。（当然，反之亦然：我们期望别人宽松

地对待我们的轻微过失，对证据的否定持开放的态度，倘若别人办不到，

我们便会怨恨他们。）由于这些倾向，我们不容易知道该对哪一方面加倍

小心谨慎。面对种种困难，我们或宁可放胆地拥护主流所认同的自我表

达和个人自由的想法，相信任何误解都可以轻易地通过其后的商讨来补

救。又或者我们已经知道，对那些认为自己的评价具有充分理据的人

（如我们倾向所想般）来说，理性的要求本身是心理的累赘，也因此他们

从一开始就尝试排除对一种做法的需要，那就是：以小心自己在他人身

上引起的作用来调整行为瑓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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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瑓瑤

Ｄ．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Ｐ．Ｍ．Ｄｕｇａｎ，ａｎｄＴ．Ｋ．Ｔｒｏｌｉ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ｃ

Ｂｅｌｉｅｆ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Ｉｌｌｕｓｏｒ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４８．１（１９８５）：５１７，ｐ．５．

许多研究表示，即使是根深蒂固的种族固有印象，也可视乎环境的提示信号而得到缓

和或改善。例如从研究对象的表现知道，白人对黑人的内隐态度可因环境而改变。当黑人在正

面的情境（例如家庭烧烤或教会环境）中被白人描述时，他们的内隐成见会减弱［见 Ｂ．

Ｗｉｔｔｅｎｂｒｉｎｋ，Ｃ．Ｍ．Ｊｕｄｄ，ａｎｄＢ．Ｐａｒｋ，“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８１．５（２００１）：

８１５８２７］。还有其他研究显示，当不同肤色人种的面孔图像配以不同的身份，例如学生或运动

员，律师或囚犯，上教会的人或工厂工人等身份出现的时候，无论是白人、黑人或亚洲人的面孔，

其内隐的及受控形成的固有印象都可互相颠倒过来（见 Ｊ．Ｂａｒｄｅｎ，Ｗ．Ｗ．Ｍａｄｄｕｘ，Ｒ．Ｅ．

Ｐｅｔｔｙ，ａｎｄＭ．Ｂ．Ｂｒｅｗ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Ｂｉａ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ｏｌｅ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８７

［２００４］：５２２）。这些研究指出，不论种族偏见是受控于形成的还是自动的固有印象，环境与外

观都可缓和种族偏见。



六、结论

情境论的核心思想是正确的———人并不受本身性格的各方面所牢

困，而人的行为也非注定为顽梗的性格特质所支配。其实人的可塑性非

常高。我们能够预期到，人在不同情况下，会因微妙的提示而作出相当

不同的应对。可是我们却往往觉察不到，朋友一个善意的微笑、陌生人

一个顽皮的眼色，或者支持你的同事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握手，也可完

全改变我们的态度。如此微细的举动却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如果我们

留意这些的 话，我 们 可 以 培 养 一 种 “道 德 上 的 提 拔”（ｅｔｈｉｃａ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意思是我们可以向着共持的道德目标来互相推动或

提升。如果情境论是正确的话，那么每个人能否在任何特定的境况下达

成自己的道德目标，关键就在于她身边的其他人所作之行动和言行举

止，而倒过来她本身的言行举止也是关键所在。当我们留心注意行为之

间的关联性时就会了解到，我们并非只是单向地影响他人如何反应，因

为他们的反应正是自己将要应对的情境，而此情境也正会反过来影响到

我们自己。这种“提拔”是互动的。

故此，情境论带给我们的希望是，它肯定我们确实具有能力以积极

的方法去塑造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即使人们所承诺的道德责任存有真

实的分歧，但最终总能拥有美好的或包容的道德关系；纵使在高尚的道

德项目上能达成实质的协议，不良的或充斥仇恨的道德关系总不会完全

消失。在多元的社会里，即如我们的社会，我们预料到道德规范的冲突

会发生。所以，为此找出有利于达成共识的或具有灵活变通的条件是极

其重要的。这不限于理论层面上来说，在实际行动上也当贯彻。那么，

我们便应该从最能受我们控制的言行举止来做起。

（黄玉娥 译）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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